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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抑郁症状与微信使用方式及社会支持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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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大学生抑郁症状与微信使用方式的关联性，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

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医学高等院校668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抑郁症状［流调用

抑郁自评量表（CES⁃D）总分］、微信使用方式（微信使用方式量表）、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得分］、人格

特质等。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法分析微信使用方式、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微信

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 668 名大学生的 CES⁃D 总分为 12（6，21）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37.13%；PSSS总分为 63（55，69）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维度得分分别为 23（19，26）分、19（16，20）分

和（21.36±4.35）分；微信使用方式量表的直接沟通、信息发布和接收信息维度的得分分别为 23（19，28）分、

12（9，16）分、20（18，23）分。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抑郁症状与微信的信息

发布使用方式呈正相关（P<0.05）；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在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其中家庭

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积极的调节作用（P<0.05）。结论 微信的使用方式对大

学生的抑郁症状有不同的影响，频繁信息发布可能不利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能够在该关

系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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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WeChat use⁃patter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Methods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perfor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668 undergraduate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The survey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depression symptoms with respect to total score of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WeChat 
use⁃pattern (WeChat use⁃pattern scale),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score), personality trait, 
etc. The relation of WeChat use⁃pattern and social support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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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between WeChat use⁃patter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nalyzed by employing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Results CES⁃D total score among 668 college students was 12 (6, 12), with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f 37.13%, and PSSS total score was 63 (55, 69), as well as scores of family support dimension, friends support 
dimension, and others support dimension were 23 (19, 26), 19 (16, 20), and 21.36±4.3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scores of direct communication dimension, information issue dimension, and information receiving dimension of WeChat 
use⁃pattern scale were 23 (19, 28), 12 (9, 16), and 20 (18, 2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fter adjust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ing factors, depressive symptom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formation issue of WeChat use⁃pattern (P<0.05). The total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exer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WeChat use⁃patter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rein family support level exerted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WeChat use⁃patter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P<0.05). Conclusion WeChat use⁃pattern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frequent information issue may be detrimental to mental 
health. Social support, especially family support,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moderating th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Depressive symptoms, College students, WeChat use, Social support, Moderating effect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的

精神障碍。抑郁症在 2017 年成为导致残疾的第三

大原因［1］。根据 WHO 于 2023 年发布的数据，全球

约有 2.8亿人存在抑郁症状［2］。国内大学生抑郁症状

的检出率为 23.8%~34.1%［3-4］。随着抑郁症的发病年

龄逐渐降低，对大学生进行抑郁症的预防、早期识别

及干预变得尤为重要，而正确识别危险因素和保护

因素则是进行预防和干预的首要条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成

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逐渐成

为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新维度［5-6］。社交媒体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使用社交媒体可以增进

人与人的互动并提高个人社会支持水平［7］，减少孤独

感［8］，同时也可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

如会导致睡眠质量降低［9］，提升焦虑水平［10-11］等。

关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已有

较多研究报告，但现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因

此，需要开展更多深入的研究来探讨社交媒体的使

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而目前针对社交媒体

的使用与抑郁症状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

方国家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 和 YouTube。相比之下，针对国内主流社交

媒体平台的相关研究报告则较少。考虑到国内外社

交媒体的特性有所差异，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

化背景和价值观上也存在差异［12］，这些因素可能会

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

响。因此，目前对于国内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抑郁症

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开展更多的研究来

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社会支持是指他人提供的情感、信息或实际帮

助，这种支持被认为能够减轻压力并提升个体的幸

福感［13］。尽管已有研究探讨社会支持在社交媒体使

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但是现有的研究报

告较少，且往往没有考虑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多样

性［14］。鉴于社会支持可能因社交媒体的不同使用方

式而产生不同的效果，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深

入了解社会支持如何影响社交媒体的使用与抑郁症

状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研究探讨国内大学生抑郁症状与微

信使用方式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

用，旨在为相关机构在制定心理健康促进的政策和

法规时提供理论参考，从而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

平，促进整体社会的健康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4 年 4 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

法选取北京市某医学院校在读本科生作为研究对

象。按照专业进行分层，以班级为整群抽样单位。

通过随机数字表法，从该医学院校 6个专业中随机选

择18个班级，纳入选中班级全体学生。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自拟调查问卷，项目包括性别、年

龄、年级、家庭居住地、母亲受教育程度、每日微信使

用时间等。

1.2.2 抑郁症状：使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

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评估大学生的抑郁症状［15］。CES⁃D包含抑郁

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人际 4 个维

度，共 20个条目。要求被测者自我评定最近1周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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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出现的频率，选项为“几乎没有”“少有”“常有”

“几乎一直有”，正向题目中分别赋分 0、1、2、3分，反

向题目（4 个）分别赋分 3、2、1、0 分。量表总分范围

为 0~60 分，总分≥16 分判定为可能有抑郁症状。

该量表信效度较好，Cronbach α系数为0.842［16］。
1.2.3  微信使用方式：使用Zhang等［8］编制的微信使

用方式量表进行调查。该量表由 3 个维度（共 12 个

条目）组成，分别为直接沟通维度（5个条目）、信息发

布维度（3 个条目）和接收信息维度（4 个条目）。其

中，直接沟通是指与他人进行一对一互动，例如点赞

或评论他人的朋友圈，或回复他人对自己朋友圈的

评论；信息发布是指在微信上公开发布内容，例如在

朋友圈发布个人故事、照片或视频；接收信息是指用

户浏览朋友圈和微信群消息，但不留言或互动。所

有条目均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进行评分，从“非常

不频繁”到“非常频繁”依次赋值 1~7分，得分越高代

表该方式使用越频繁。该量表信效度良好，直接沟

通、信息发布和接收信息 3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

分别为0.91、0.80、0.84［8］，
1.2.4 社会支持：采用 Zimet 等［17］编制，姜乾金修订

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进行调查。该量表由 3 个维度（共 12 个条目）

组成，分别为家庭支持维度（4 个条目）、朋友支持维

度（4个条目） 、其他支持维度（4个条目）。所有条目均

采用 Likert 7级评分法进行评分，从“极不同意”到“极

同意”依次赋值1~7分。量表总分范围12~84分，总分越

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总分为12~36分为低

水平支持，37~60分为中等水平支持，61~84分为高水平

支持。该量表信效度较好，Cronbach α系数为0.927［18］。
1.2.5 人格特质：采用大五人格简易问卷（Short Items 
Big Five Inventory，BFI⁃S）［19］进行调查。该问卷包括 5
个维度，即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

每个维度包含 3个题目。所有题目均采用Likert 5级

评分法进行评分，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依次赋值

1~5分；第 3、6、10、14 题为反向题目，采用反向计分。

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 5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6、0.60、0.44、0.58、0.76［20］。
1.2.6 质量控制问题：通过此题的回答，判断调查对

象的回答质量，如果不通过，则该调查对象所填的问

卷作废。

1.3 调查方法 利用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向

选中班级全体学生发放电子调查问卷二维码。排除

未能通过问卷中质量控制问题、答题时间<120 s或问

卷中存在逻辑错误的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TATA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不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计数资

料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

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分析微信使用方式、社会支

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微信使

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回收问卷 699份，

有效问卷668份，合格率为95.6%。668名大学生中，男

女比例较为均衡，其中男生占52.69%、女生占47.31%；

在年级分布方面，大三学生占比最高（32.19%）；每日微

信使用时间<3 h 占比最高（34.88%）。其余一般资料

见表1。
表1 668名大学生的一般资料

变量

性别［n（%）］

 男生

 女生

每日微信使用时间［n（%），h］
 <3
 3~6
 >6~9
 >9
民族［n（%）］

 汉族

 少数民族

年级［n（%）］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家庭居住地［n（%）］

 城市

 农村

母亲受教育程度［n（%）］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年龄［M（P25，P75），岁］

         调查结果

352（52.69）
316（47.31）

233（34.88）
205（30.69）
127（19.01）
103（15.42）

619（92.66）
49（7.34）

89（13.32）
198（29.64）
215（32.19）
118（17.66）

48（ 7.19 ）

434（64.97 ）
234（35.03）

71（10.63）
179（26.80）
192（18.74）
226（33.83 ）
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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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抑郁症状、微信使用方式、社会支持及大五人格调

查结果    （1）668名大学生的CES⁃D总分为12（6，21）分，

抑郁症状（CES⁃D总分≥16分）检出率为37.13%（248/668）。
（2）668 名大学生的微信使用方式量表的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接收信息维度得分分别为 23（19，28）分、

12（9，16）分、20（18，23）分。（3）668名大学生的PSSS总
分为63（55，69）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维度

得分分别为23（19，26）分、19（16，20）分、（21.36±4.35）分。

社会支持水平处于高水平、中等水平、低水平的大学生

占比分别为 60.93%（407/668）、35.93%（240/668）和

3.14%（21/668）。（4）668名大学生的BFI⁃S神经质、尽责

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维度得分分别为8（5，11）分、

12（10，13）分、13（12，14）分、11（10，13）分、11（7，13）分。

2.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3.1    抑郁症状与社会支持水平及微信使用方式之间

的相关性：以是否检出抑郁症状（CES⁃D总分≥16分）为

因变量，以不同微信使用方式（直接沟通、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3个维度得分）及社会支持水平为自变量，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中，模型 1 以社会支

持总体水平（PSSS 总分）作为自变量；模型 2 以不同

社会支持水平（PSSS 的 3 个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

模型 1 与模型 2 均将以下变量纳入控制变量，包括

年龄、性别、民族、家庭居住地、母亲受教育程度、人

格特质（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

及每日微信使用时间等，变量赋值方法见表 2。结

果显示，抑郁症状与微信的信息发布使用方式呈正

相关（模型 1及模型 2：OR>1、P<0.05），与社会支持总

体水平呈负相关（模型1：OR<1，P <0.05），与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水平亦呈负相关（模型 2：OR<1，P<0.05），见

表3。
                         表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变量赋值方法

变量

检出抑郁症状

不同微信使用方式

社会支持水平

年龄

性别

民族

家庭居住地

母亲受教育程度

人格特质

每日微信使用时间

赋值方法

否=0，是=1
直接沟通、信息发布、接收信息3个维度得分均为连续变量

PSSS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均为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男生=1，女生=2
汉族=1，少数民族=2
城市=1，农村=2
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神经质、尽责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维度得分均为连续变量

以<3 h为参照，设置哑变量

表3 抑郁症状与社会支持水平及微信使用方式之间相关性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微信使用方式

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社会支持水平

总体水平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他人支持

模型 1
OR值（95% CI）

0.959（0.898，1.024）
1.178（1.066，1.302）
0.945（0.877，1.019）

0.911（0.883，0.940）
—

—

—

z值

-1.25
3.22

-1.48

-5.76
—

—

—

P值

0.210
0.001
0.139

<0.001
—

—

—

模型 2
OR值（95% CI）

0.945 （0.884，1.010）
1.192（1.079，1.318）
0.944 （0.876，1.018）

—

0.895（0.838，0.957）
0.825（0.725，0.937）
0.997（0.910，1.092）

z值

-1.67
3.44

-1.49

—

-3.25
-2.95
-0.06

P值

0.095
0.001
0.136

—

0.001
0.003
0.952

注：STATA 17.0软件中统计量 z值仅保留2位小数。

2.3.2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

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是否检出抑郁症状（CES⁃D
总分≥16 分）为因变量，以不同微信使用方式（直接沟

通、信息发布、接收信息3个维度得分）、社会支持总体

水平（PSSS总分）、社会支持总体水平（PSSS总分）×微

信使用方式（模型 3 为直接沟通维度得分，模型 4 为

信息发布维度得分，模型 5为接收信息维度得分）的

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3~5 纳入的控制变量同模型 1 和模型 2，变量赋值方

法同表2，交互项为两个变量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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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不同微信使用方

式的交互项与抑郁症状具有相关性（P<0.05），表明社

会支持总体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

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见表4。
表4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调节作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微信使用方式

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直接沟通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信息发布

社会支持总体水平×接收信息

模型 3
OR值（95% CI）

1.206（0.981，1.482）
1.183（1.069，1.308）
0.952 （0.884，1.026）
0.982 （0.917，1.052）
0.996 （0.993，0.999）

—

—

z值

1.77
3.26

-1.28
-0.51
-2.27
—

—

P值

0.076
0.001
0.199
0.608
0.023
—

—

模型 4
OR值（95% CI）

0.955 （0.894，1.020）
1.770 （1.247，2.512）
0.953 （0.884，1.027）
0.974（0.917，1.034）

—

0.993 （0.988，0.999）
—

z值

-1.36
3.20

-1.27

—

-2.40
—

P值

0.173
0.001
0.203

—

0.016
—

模型 5
OR值（95% CI）

0.961 （0.899，1.027）
1.184 （1.070，1.309）
1.424 （0.971，2.090）
1.046（0.920，1.190）

—

—

0.993 （0.987，0.999）

z值

-1.19
3.27
1.81
0.69
—

—

-2.13

P值

0.236
0.001
0.071
0.491
—

—

0.033
  注：STATA 17.0软件中统计量 z值仅保留2位小数。

2.3.3 不同社会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

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是否检出抑郁症状（CES-D
总分≥16 分）作为因变量，以不同微信使用方式（直

接沟通、信息发布、接收信息 3个维度得分）、不同社

会支持水平（PSSS 3 个维度得分）、不同微信使用方

式×不同社会支持水平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进行二

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6、7、8、9、10、11、12、13、14
的交互项分别为家庭支持水平×直接沟通、家庭支持

水平×信息发布、家庭支持水平×接收信息、朋友支持

水平×直接沟通、朋友支持水平×信息发布、朋友支持

水平×接收信息、他人支持水平×直接沟通、他人支持

水平×信息发布、他人支持水平×接收信息。模型6~14
纳入的控制变量同模型 1和模型 2，变量赋值方法同

表2，交互项为两个变量的乘积。

  模型 6~8的结果显示，家庭支持水平在 3种微信

使用方式（直接沟通、信息发布、接收信息）对抑郁症

状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P<0.05），见表 5。其中，

模型 6显示微信的直接沟通、信息发布使用方式与抑

郁症状呈正相关（OR>1，P<0.05），同时家庭支持水

平×直接沟通的交互项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OR<1，
P<0.05），表明高水平的家庭支持可以减弱微信直接

沟通对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模型 7显示微信的信息

发布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OR>1，P<0.05），

同时家庭支持水平×信息发布的交互项与抑郁症状

呈负相关（OR<1，P<0.05），表明高水平的家庭支持可

以减弱信息发布对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模型 8 显

示微信的接收信息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存在正相关

性（OR>1，P<0.05），家庭支持×接收信息的交互项与

抑郁症状呈负相关（OR<1，P<0.05），表明高水平的家

庭支持可以减弱信息发布对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

模型 9~14的结果显示，朋友支持与他人支持水平并

没有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显著

的调节作用（P>0.05），见表6、表7。

表5 家庭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调节作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家庭支持水平

朋友支持水平

他人支持水平

家庭支持水平×直接沟通

家庭支持水平×信息发布

家庭支持水平×接收信息

模型6
OR值（95% CI）

1.270（1.082，1.491）
1.210（1.091，1.342）
0.959（0.889，1.033）
1.185（1.019，1.378）
0.809（0.710，0.921）
1.006（0.916，1.104）
0.986（0.978，0.993）

—

—

z值

2.92
3.62

-1.10
2.20

-3.20
0.13

-3.90
—

—

P值

0.003
<0.001

0.271
0.028
0.001
0.898

<0.001
—

—

模型7
OR值（95% CI）

0.941（0.881，1.006）
1.968（1.477，2.623）
0.959（0.889，1.034）
1.114（0.980，1.266）
0.810（0.710，0.924）
1.017（0.926，1.117）

—

0.977（0.965，0.989）
—

z值

-1.78
4.62

-1.09
1.64

-3.13
0.35
—

-3.72
—

P值

0.075
<0.001

0.278
0.100
0.002
0.726
—

<0.001
—

模型8
OR值（95% CI）

0.949（0.887，1.016）
1.204（1.087，1.334）
1.603（1.191，2.158）
1.484（1.118，1.970）
0.808（0.707，0.923）
1.009（0.919，1.108）

—

—

0.975（0.961，0.989）

z值

-1.50
3.55
3.11
2.73

-3.15
0.19
—

—

-3.57

P值

0.133
<0.001

0.002
0.006
0.002
0.852
—

—

<0.001
注：STATA 17.0软件中统计量 z值仅保留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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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朋友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调节作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家庭支持水平

朋友支持水平

他人支持水平

朋友支持水平×直接沟通

朋友支持水平×信息发布

朋友支持水平×接收信息

模型9
OR值（95% CI）

1.031（0.836，1.272）
1.190（1.076，1.316）
0.945（0.877，1.019）
0.895（0.837，0.956）
0.913（0.701，1.191）
0.996（0.909，1.091）
0.995（0.984，1.006）

—

—

z值

0.29
3.39

-1.47
-3.27
-0.67
-0.09
-0.86
—

—

P值

0.773
0.001
0.141
0.001
0.503
0.929
0.391
—

—

模型10
OR值（95% CI）

0.943（0.883，1.008）
1.457（1.036，2.048）
0.947（0.879，1.021）
0.893（0.835，0.954）
0.937（0.736，1.195）
0.992（0.906，1.087）

—

0.989（0.971，1.007）
—

z值
-1.73

2.16
-1.42
-3.33
-0.52
-0.16
—

-1.21
—

P值

0.084
0.031
0.157
0.001
0.602
0.870
—

0.227
—

模型11
OR值（95% CI）

0.943（0.883，1.008）
1.197（1.082，1.324）
1.112（0.745，1.658）
0.892（0.834，0.954）
0.999（0.620，1.607）
0.998（0.911，1.094）

—

—

0.991（0.969，1.013）

z值
-1.72

3.50
0.52

-3.32
-0.01
-0.04
—

—

-0.81

P值

0.086
<0.001

0.603
0.001
0.995
0.969
—

—

0.415
注：STATA 17.0软件中统计量 z值仅保留2位小数。

表7    他人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调节作用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直接沟通

信息发布

接收信息

家庭支持水平

朋友支持水平

他人支持水平

他人支持水平×直接沟通

他人支持水平×信息发布

他人支持水平×接收信息

模型12
OR值（95% CI）

0.923（0.773，1.102）
1.192（1.078，1.318）
0.943（0.874，1.018）
0.895（0.837，0.957）
0.822（0.722，0.936）

0.977（0.824，1.158）
1.001（0.993，1.009）

—

—

z值

-0.89
  3.43
-1.51
-3.26
-2.96
-0.27
  0.28
—

—

P值

0.374
0.001
0.132
0.001
0.003
0.787
0.777
—

—

模型13
OR值（95% CI）

0.945（0.884，1.010）
1.282（0.971，1.693）
0.945（0.876，1.019）
0.896（0.838，0.959）
0.82（0.725，0.938）

1.033（0.885，1.206）
—

0.997（0.984，1.009）
—

z值

-1.67
  1.76
-1.48
-3.20
-2.94
  0.41
—

-0.55
—

P值

0.095
0.079
0.140
0.001
0.003
0.682
—

0.581
—

模型14
OR值（95% CI）

0.946（0.885，1.012）
1.192（1.078，1.318）
1.044（0.759，1.435）
0.895（0.837，0.957）
0.824（0.724，0.937）

1.105（0.795，1.536）
—

—

0.995（0.980，1.010）

z值

-1.62
  3.42
  0.26
-3.25
-2.95
  0.59
—

—

-0.63

P值

0.105
0.001
0.792
0.001
0.003
0.553
—

—

0.526
注：STATA 17.0软件中统计量 z值仅保留2位小数。

3 讨 论

3.1 大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 本研究中，参

与调查的大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37.13%，高于

既往研究中的检出率（23.8%~34.1%）［3-4］。这种差异

可能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不同研究采用的抑郁症

状测量工具可能不同。另外，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

象为医学院学生，而医学生的学业压力普遍高于其

他专业的学生，这也可能是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的

原因之一。总之，大学生群体可能较为普遍存在抑

郁症状，因此需要提供更加充分的心理健康教育和

干预措施。

3.2 微信的信息发布使用方式与大学生的抑郁症状

存在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校正相关混杂因

素后，微信的信息发布使用方式与大学生的抑郁症

状呈正相关，即增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频率可

能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这与既往研究结论［21-22］相

似。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个体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

上发布内容时，他们通常会期望从其社交圈中得到

某种形式的互动或反馈，这种期望源于对社交联系

和认可的需求，如果没有收到这样的反馈，就可能产

生被拒绝感和孤独感［23-24］。此外，有研究表明，已经

存在抑郁情绪的个体可能会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

体［25］，而这种行为可能会反过来加剧抑郁症状。另

一方面是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加用户与他人之间的

社会比较，尤其是负面社会比较，这可导致用户自尊

心水平降低，从而影响用户的心理健康水平［26-27］。此

外，频繁的信息发布意味着用户面临着更多的公众

审视状态，而研究显示，当用户受到的公众审视水平

提升时，其焦虑感也会随之上升，最终出现抑郁症

状［28］。但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发现，拥有较多抑郁

症状的个体会增加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并将使用社

交媒体作为一种缓解抑郁情绪及满足自我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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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25］。因此，本研究所发现的关联性也可能是

由抑郁症状导致更多的社交媒体使用，即两者之间

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3.3 家庭支持水平在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

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社会支持水平在微信使

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当将

社会支持水平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考虑时，社会支持

总体水平可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发

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分类分析后发现，家庭

支持水平在不同微信使用方式与抑郁症状之间均发

挥调节作用，但朋友支持与他人支持水平并不存在

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与既往部分研究结果［14，29］相符。

家庭支持能够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的机制可能是由

于家人提供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青少年拥有更强的

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情感支

持，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应激并减少应激对抑

郁症状的影响［30］。此外，研究表明，父母在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1-32］，高水平的家庭

支持反映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享有良好的家庭沟通

和积极的情感氛围，这些特质能够帮助他们更有效

地处理压力，以及调节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33］。

3.4 研究的局限性与意义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

性：第一，本研究的样本仅来源于一所学校，因此本

研究所得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推广至全国其他地

区，未来可以通过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来增强样本

的代表性。第二，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因此只能得

出相关性而不能得出因果关系，今后需要开展更多

的前瞻性研究以确定因果关系。第三，本研究的数

据收集方法主要为自我报告，而自我报告型数据可

能导致一定偏倚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因

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纳入更多客观指标，例如通过

专业医师对研究对象的抑郁症状进行专业评估，从

而降低由于自我报告数据带来的偏倚。

  尽管存在以上局限性，本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理

论及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扩充了相关领域学者对

于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使用频率，特别是微信

使用对大学生抑郁症状影响的了解，以及社会支持

在该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其次，本研究的实践意

义在于为学校及相关部门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进

而通过宣传教育、制定政策等手段提升大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家长和老师也能够通过给予适当的社会

支持从而缓解社交媒体使用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不

良影响。

3.5 小结 该校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微信

的使用方式对大学生的抑郁症状有不同的影响，频

繁信息发布可能不利于其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尤其

是家庭支持水平能够在该关系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

用。因此，建议学校在学生的日常行为教育中，宣传

倡导科学健康地使用微信。同时，家长应积极与学

校合作，为学生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关注学生使用

微信的方式和频率，共同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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